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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华夷之辨”与汉朝边疆政策
关连芳    陈  东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西汉初年，国力衰败，边患频仍，先秦的“夷夏之辨”思想被人们重新提出，成为统治阶层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一些

政论家在不同阶段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以期“以夏变夷”、“纳四夷于华夏”，从而奠定了汉朝民族观和民族政

策的基调。尤其是至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军事力量亦空前强大，导致民族关

系和政策随之也出现了变化。

汉初；华夷之辨；边疆政策 

秦末农民大起义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同时刘邦赢得了楚
汉战争的主动权。汉高祖虽然登上了西汉的皇帝宝座，但迫于实
力不济，也无法免于匈奴的羞辱。汉文景时期，匈奴不时就南下
对华夏族进行侵扰，成为汉王朝的肘腋之患。汉武帝时，随着政
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汉朝政府立朝以来的“夷夏并尊”、
“夷尊华卑”等观念，重新被人们所不齿，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一些儒学政论家如刘敬、贾谊、董仲舒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民族政
策，主张在政治“大一统”下实现民族上的“华夷一统”。

1、汉初“华夷之辨”

战国和秦末的长期战乱，极大地破坏了其时的社会秩序和
民众生计。汉朝建立时，整个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汉书·食
货志》载汉初情形：“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
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民间物价奇高，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充斥着破败的
气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巩固新生的汉政权，统治者推行无
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汉朝政府自
顾不暇，无法顾及边境。

汉政权初立，匈奴不断骚扰汉境。高祖六年，匈奴大军围攻
马邑，汉军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汉高祖虽亲自带兵反击匈奴，结
果被困在白登山达七日之久，最后只能以重金贿赂匈奴阏氏才得
以脱身。由于汉朝的进攻未能使汉边形势转危为安，反而让汉室
陷入进一步的被动，高祖被迫与匈奴结为昆弟。这样，在汉初夷
夏关系就呈现出“夷夏并尊”，甚至是“夷尊夏卑”的倒悬之势。

1.1  刘敬“和亲”思想
刘敬主张通过对匈奴和亲，用耳濡目染的方式改变匈奴落

后的文化，使其逐步“华夏化”。他在向高祖提议和亲时曾指出，
通过对匈奴岁奉，可以满足匈奴对汉物品的需求，减少匈奴对
汉室的侵扰；将汉室公主嫁于匈奴单于，有利于换得边境和平。
可谓“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
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
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

汉朝与匈奴军事实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刘敬企图通过和亲
政策用华夏文化去改变匈奴风俗，以此令匈奴称臣。在当时特殊
的历史条件下，采用此种方式有利于汉王朝趁此机会休养生息，
用“以夏变夷”的方式解决朝廷的政治困境，是利用西汉王朝强
大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

1.2  贾谊“三表”、“五铒”之术
为了臣服匈奴，贾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表”与“五铒”之术。

所谓“三表”，即“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所谓“五饵”，
即“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
亲近安抚。”

贾谊的“三表”、“五铒”策略，基本上可以说是儒家“以
厚德怀四夷”民族思想的具体运用。在其策略影响下，匈奴的
经济文化和衣食住行受到汉朝的很大影响，且达到了“好汉缯

絮食物”的程度。贾谊试图通过“三表”“五铒”策略，使匈
奴“渐染华风”，从而让其达到华夏化的结果，虽未达到预定
效果，但是还是对汉匈双方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景帝时，汉王朝继续采取对匈奴和亲与岁奉政策，仍然
试图通过这种渐进式的方法，达到“用夏变夷”。

1.3  董仲舒“纳四夷与华夏”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春秋公

羊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一统”一词。董仲舒继承
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与汉初
的华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夷夏
一体思想。

董仲舒主张统治者要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既要爱诸夏，还
要爱四夷。董仲舒建议汉朝统治者对于遵守华夏礼仪文化的夷
狄要进行肯定和赞扬，而对于不愿遵守归化华夏礼乐文明的少
数民族也要怀有仁爱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大汉
王朝的民族一统。他主张“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封内，
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尽管他的主张是有层次的、
由近及远的爱，但是对四夷扔讲仁爱，这是先秦思想家没有提
出过的，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次飞跃。

董仲舒反对通过武力征伐来使四夷来归。他认为《春秋》“无
劳民”、“敬贤重民”。因此，凡是苦民、害民的行为，他都
予以斥责。他对楚国大夫司马子反“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
的行为大加赞赏。同时他对丞相公孙弘征伐四夷的对外政策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得到了班固的高度评价：“仲舒为人廉直。
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

从刘敬、贾谊到董仲舒，他们的民族观念虽说是不同时期
的“一家之言”，但对汉朝当时和以后的民族政策仍起到了一
定的影响。

2、汉朝的民族政策

中国气候南北不同，东西各异。长城以北为干旱半干旱气
候区，干燥少雨，适合草原游牧业的发展；秦岭淮河以南为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湿热多雨，雨热同期，适合开垦和农业种植。
由于各少数民族情况各异，故汉朝所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
相对于以农立国的西汉政权来说，匈奴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不适
合农业的发展，属于“蛮荒之地”，因此对匈奴只需要让其保
持华夷秩序即可；而南方适合灌溉农业的发展，因此对南方诸
越要将其变为华夏之域。

2.1  和亲与安抚
汉朝建立之初，北方匈奴实力强大，朝廷在与匈奴的军事

斗争中屡获败绩。为了恢复国力，缓和紧张的边境形势，从汉
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初年，汉朝政府主要采取与匈奴和亲的
政策。根据《史记》记载，从高祖至武帝时汉匈的和亲次数达
八九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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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时间 女方身份 男方身份 和亲出处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孝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汉书·惠帝纪》

汉孝文帝四年（公元前 176 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 汉宗室女 老上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162 年） 汉宗室女 老上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 160 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56 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52 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 史记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4.

[2] 班固 . 汉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2.

[3] 何休 . 春秋公羊传注疏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4] 李大龙 .“ 用夏变夷 ” 与西汉初期刘敬的 “ 和亲 ” 建议 [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 年第 3 期 .

[5] 刘宝才 . 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 [J]. 中国文化报 ,2014 年 5 月第 1 期 .

对于西汉政权而言，和亲虽然是被迫之举，但是通过和亲，
为西汉初年国力的恢复提供了安定的边疆环境。客观上也给匈
奴带去了汉朝先进的思想文化，加强了彼此的了解，有利于匈
奴“华夏化”。同时通过和亲，匈奴获得了不菲的财物，减少
了其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有利于保护汉匈两族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为了让南越向汉朝称臣，高祖时就派陆贾作为汉使前往南
越，通过各种游说安抚，最终“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
约”；高后时，南越王日骄，自称南越武帝，反叛朝廷。高后
发兵攻打南越，后“士卒大疫……高后崩，乃罢兵”；文帝时，
为了改善与南越的关系，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南越“乃顿首谢，
愿长为藩臣，奉贡职”，朝廷恢复与南越的关系。

2.2  征伐与经略
文景之时，经过多年的国力恢复，汉朝国力渐强，出现了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这一时期，尽管
汉朝依然实行“和亲”政策，但是匈奴仍不时骚扰汉朝边境，
汉初以来和亲的屈辱感在此时慢慢发酵，人民不再满足于现状，
汉朝内部普遍产生了征伐和降服匈奴的思想，并在汉武帝时付
诸实践。

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汉朝无论是军事

实力还是国力都达到了鼎盛阶段。盛况之下，“京师之钱……
太仓之粟……众庶街巷有马……”皆为空前，为汉武大帝大展
宏图提供了可能。他检讨了传统的黄老无为思想，取而代之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使匈奴再也无力大举南下，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北部北疆的威胁。

在北击匈奴的同时，汉武帝对西南夷和东南夷地区也进行
了经略。他援助东瓯，平定南越，设立南方九郡。讨伐闽越，
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五郡。至此，东南夷和西南夷被纳入中央政
府的直接统治之下，直接垂直于中央管理。

汉初人们提出的民族主张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基本都主张
在政治“大一统”下实现民族上的“华夷一统”。从总体上来看，
汉初的民族关系和汉朝国力息息相关。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
汉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于北方而
言，由于汉匈之间势均力敌，汉政权无法短时间内制服匈奴，
把匈奴纳入自己统治，因此只能以长城为界限，保持华夷秩序；
于南方而言，汉朝通过一系列的征伐，把西南夷和南越诸国逐
步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诸多郡县，对当地居民进行华夏文
化输出，进而直接“汉化”统治。这种“华夏一体、南北各异”
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后世汉人王朝政权的统治思想框架。


